
题记：我市在推进市场监管体制改革中，9个旗区中，6个旗将工商、质监、食药监“三合一”成立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同时加挂食药监局牌子；杭锦旗将工商、质监“二合一”成立了工商质监局，食药监局单设；东胜区、康巴什区作为市政府所辖区，工商、质监工作由市级承担，只单设了食药监局。现多数旗已建立市场监管部门，一个部门对应着市级工商、质监、食药监三个部门，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上级多头部署，下级应付不暇，开展工作不协调等问题。个别旗还存在着整合仅仅是形式上的整合，实际各部门仍单独运行的情况。如何破解这些难题，现整理摘编先行地区有代表性的几种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模式，以供我市适时开展此项工作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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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0号）指出，“加快县级政府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探索综合设置市场监管机构，原则上不另设执法队伍”。目前体制改革正在推进：在国家层面，中央已明确中编办、工商总局牵头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任务；在地方层面，从2013年末开始，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在不同层面整合工商、质监和食药监等的机构和职能，推进统一市场监管体制改革，而走在前列的便是深圳、上海、浙江、天津等省(市)。各地的体制改革模式存在差异，各有利弊，目前大致形成三类模式。
　　
一、“纺锤型”的深圳模式
　　
2009年，深圳在“大部门制”政府机构改革中探索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整合工商、质监、物价、知识产权的机构和职能，组建市场监督管理局，后来加入全链条食品安全监管的职能。2014年，深圳组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并监督执行部门，由分管副市长任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三个机构：一是正局级行政机构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挂市质量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牌子），二是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三是副局级行政机构深圳市市场监督稽查局。上述机构分别承担市场监管领域的行政管理和监督执法职能，市场监管局和食药监局局长分别担任市场监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区一级分别设置市场监督管理分局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分局作为市局直属机构，在街道设市场监督管理所作为两个区分局的派出机构。深圳模式呈现上下统一、中间分开的“纺锤型”结构。
深圳模式经过重大调整，目前看有三大优点。一是采取分类监管模式。充分考虑并区分对待普通产品质量与食品药品安全，将食品安全监管职能调整由食品药品监管局承担，实现专业化监管。二是统一监督执法队伍。解决了多头执法问题，有利于提升监管公平性。三是宏观政策设计与微观监管有机结合。
当然，深圳模式在确保监管政策一致性上面临挑战。各类市场监管部门的“前世今生”截然不同，工商部门从管理城乡农贸市场起家，监管对象是交易行为和市场秩序，管理方式较为粗放；质监部门更多关注产品内在质量如重量、成色和品质，因此技术支撑能力较强；餐饮监管主体的前身是卫生监督机构，其注重产品和公共场所的清洁无菌以及对人体健康无害。这种差异会带来行政许可、行政执法和行政处罚的标准不同和风格冲突。
将不同部门糅合在一起，需要统一的行政流程再造，否则会产生内部行政文化冲突。由于上位法律法规没有相应调整，机构改革后监管人员在监督执法时要带好几套法律文书，相对人也不得不面对不同执法标准和行政风格。
　　
二、“倒金字塔型”的浙江模式

2013年底，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正式启动，在县（市、区）整合市县两级工商、食药或工商、食药、质监机构，组建市场监管局。保留原工商、质监、食药监局牌子；地级市自主选择机构设置模式；省级机构设置保持不变。同时通过重新布局结构，综合设置市场执法机构、基层市场监管所、技术检验检测和市场投诉举报等机构，具体设置形式由县（市、区）政府结合实际确定。可见，浙江模式呈现基层统一、上面分立的“倒金字塔形”结构。这项政策创新迅速扩散，安徽、辽宁、吉林等省份以及上海、武汉等城市也探索类似做法。2014年，上海浦东新区的工商、质监、食药监部门完成“三合一”整合，挂牌成立上海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同时取消了原来工商、质监、食药监部门的市级垂直管理，改为属地管理。安徽则在市级组建新的食药局，县级以下整合工商、质监、食药部门“三合一”，组建市场监督管理局。
浙江模式一方面可以发挥各部门优势，例如工商部门机构设置和队伍体系完整，基本覆盖乡、镇、街道基层；质监部门拥有完备的检验检测技术支撑，能够满足日益复杂的监管需求；食药监管部门则具备食品药品监管的专业优势。另一方面，改革有利于整合市场监管执法资源，在加强专业管理的基础上推进综合执法，优化市场准入方式，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着力构建贯穿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监管、执法、技术支撑相衔接的监管体制机制。
不过，这种模式除了监管工作一致性受到挑战，改革还带来其他问题。首先，1+1>2的“大部门制”理想改革效果难以实现。在“权责同构”的行政架构中，由于上级部门没有同步改革，下级对口机构为应对上级工作要求而难以优化和精简。所谓“下改上不改，等于没有改”。
其次，食品药品监管专业性被削弱。此次改革源于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最初的理想设计是用管药的方法管食品，但组建市场监管局的结果是用普通产品质量监管的方法来对待食品药品，与政策初衷南辕北辙。县级市场监管局成立后，工商、质监的省以下管理体制同时取消。在行政问责的风险压力下，地级市监管部门倾向于将食品药品监管中的许可、监督检查等事权下放给县一级，但监督执法和技术支撑资源并未随之下沉，机构改革陷入“监管职责往下压，监管资源被截流”的困境。以往质监和食药监在乡镇基层没有派出机构，监管工作由县局机关和直属机构承担；机构改革后，县级市场监管局职责明显增多，因此以同样的逻辑思路将大量监管职责下放给市场监管所。这种做法看似落实了属地责任，实际上以工商所为班底的乡镇市场监管所根本无力承担食品生产、药品经营、特种设备等专业领域的监管。
　　
三、“圆柱型”的天津模式
　
2014年，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改革整合了市食药监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的机构和职责，以及市卫生局承担的食品安全有关职责，不再保留食药监局、工商局和质监局三个市级部门。改革整合三个局的执法机构，设稽查总队。在区县层面，设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受市场监管委垂直领导，乡镇街道设置市场监管所作为区市场监管局的派出机构。这样，天津从市级层面到区、街道办全部实现“三局合一”，形成全行政区域内垂直管理的“圆柱型”统一市场监管模式。
天津改革是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实施的，具有明显的政治导向性，目标是在一个部门负全责、一个流程优监管、一支队伍抓执法、一个平台管信用、一个窗口办审批、一个中心搞检测、一条热线助维权等七个重点方面下功夫、见成效。改革的最大亮点是实现健康产品统一监管。健康产品包括食品、药品、化妆品、食用农产品、饮用水、烟草、消毒产品及其相关辅料包材等。但留下两个例外：一是考虑到有相当比例的农产品不以食用为目的，而是用作饲料、生物燃料等用途，因此食用农产品质量监管职能没有被整合；二是由于国家层面的体制因素，食品安全标准制定的职能依然留在卫生计生部门。
天津模式的机构整合力度最大，但机构“物理叠加”并不意味着去职能“化学反应”，因此面临内部行政流程整合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过去“九龙治水”的分段监管模式与改革后“一龙治水”的大部制模式本质上具有结构相似性，只不过将部门间推诿扯皮变成部门内的协调。

结束语：先行地区的市场监管模式有经验也有教训，值得我们学习和吸取。目前我市的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是由下而上的，下一步如何理顺市旗乡上下监管关系，完善监管体制？考虑到自治区明确要求地市级单设食药监局及全市市场监管实际，市级采用市场监管局与食药监局并列的模式应该更有可行性。


（张瑞芳摘编）










